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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970 年湖北省浠水县十月大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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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集体化时期，农户超支现象普遍且影响很大。集中劳动和统一分配的制度

安排是超支现象的土壤，包含着超支形成的微观机制。集中劳动的工分制度量化了农户对

集体的劳动投入，而主要按人口数量进行的分配制度一方面反映了集体为农户的日常生活

提供基本保障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又导致人口数量多而劳动力少的农户分配所得大于劳

动投入，出现了大量账面欠款的超支户，从而形成超支现象。国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

略需要从农村汲取剩余，导致社队集体可供分配的实物更少。平均主义的分配趋势和分配

兑现难也促使农户产生超支“竞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集体化时期农户超支现象呈

现广化和深化的特征。最终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户超支现象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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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认真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超支欠款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1979 年8 月10 日)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58—1981) 》( 下)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24 页。

② 就笔者管见所及，最早的研究是曾广照提出“超支本身是合作社企业分红制度的产物”，但并未深入探究( 《对农村超支问题

的几点看法》，《当代经济科学》1979 年第 2 期) ; 之后，陈英健指出超支行为对生产的消极影响，并提出改进分配方式( 《潮安县解决

社员超支、欠款问题的一种做法》，《学术研究》1980 年第 3 期) 。到 21 世纪，随着档案资料的逐步发掘和口述史资料的不断丰富，陆

续有学者注意到农户超支现象。例如，岳仁崇从经济学角度指出超支现象源于平均主义造成的激励不足( 《20 世纪 70 年代浠水县超

支现象的历史考察与思考》，《江汉论坛》2015 年第 10 期) ; 孟庆延从“集体伦理学”角度分析，认为超支现象源于生产队的“公私不

分”( 《“生存伦理”与集体逻辑———农业集体化时期“倒欠户”现象的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2012 年第 6 期) 。此外，农户超支

在很多涉及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微观研究成果中有所提及，参见张乐天:《告别理想: 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 1998 年版，第

364 页; 辛逸:《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5 页; 卢晖临:《通向集体之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

和制度形成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7—148 页。

集体化时期，生产队在年终结算时，将农户家庭这一年获得的工分收入抵扣从生产队分配的粮

食和其他实物等生活资料，同时扣除其从生产队的借款，当该农户家庭的工分收入多于分配的实物

和借款，该农户家庭收大于支，就是盈余户; 当工分收入少于分配的实物和借款，该农户家庭支大于

收，就是超支户。超支户的数量曾一度达到农户总数的 31. 5%。①超支户普遍存在构成了集体化时

期特有的农户超支现象。它与集体化时期实行的工分制度和分配制度相伴相随，也与国家工业化发

展战略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农户超支现象贯穿了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时期，直到 1984 年人民公社

解体才逐步消失。是怎样的内在逻辑导致了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内生出了农户超支现象? 尽管学界

提及超支的研究较多，但系统性和针对性的专项研究仍然不多。②其中，平均主义视角的观点普遍认

为，集体化时期几乎按需( 人口) 分配的平均主义倾向损害了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降低了农业资源

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尤其是在实施工业化战略导、从农业中汲取大量剩余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农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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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最基本的口粮，不得不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① 我们认为，集体化时期农户超支现象的深化和

广化具有内在的制度逻辑。集体化时期实行量化劳动投入的工分制度与主要按人口进行分配和实

物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构成农户超支现象形成的微观机制，平均主义的分配趋势只是内含在这一微

观机制之中。同时，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目标主导下的资源分配制度也是造成农户超支的一个重要

原因。从农户超支现象的切口着手，可以管窥集体化时期集体经济制度设计和实践内生的问题。
湖北省浠水县十月村( 现为浠水县十月集团，集体化时期的十月大队) 源于 1952 年成立的湖北

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饶兴礼农业合作社。十月村( 集团) 集体档案室是湖北省二级标准的

村级资料档案室，保存 1952 年以来包括档案、撰述、实物和口述以及报刊等各种集体化时期的史料，

共计 5800 多卷。其中，与集体经济有关的文书档案有 2500 多卷、会计档案有 2000 多卷，共计约 1 亿

字以上。② 这些一手的村级档案资料翔实可信，是深入研究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史的宝贵史料。因此，

我们以十月村的会计档案资料为核心，辅以湖北省档案馆的资料，以及全国和其它地区的相关调查

资料和统计资料，围绕集体化时期的工分制度和分配制度，结合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目标，以重现 20
世纪 70 年代湖北省浠水县十月大队超支户的故事，探究农户超支现象的根源。

一、十月大队农户超支现象的总体情况

通过对十月村会计档案资料的整理，我们发现，作为新中国最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之一，湖北省

浠水县十月大队的超支现象最早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并随着

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而深化。到 20 世纪 70 年代，十月大队超支现象更加严峻但相对稳定。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家开展对农户超支问题的集中整顿和清理，十月大队的超支问题才逐步得到控制。1970
年十月大队的超支程度处于历史高位，不仅农户超支现象普遍，而且超支金额也大。因此，对 1970
年十月大队超支户的形成及农户超支的程度进行研究，可以较好地反映集体化时期的超支现象。

十月大队共有 11 个农业生产队，1970 年只有第 9 生产队农户盈余的金额略高于超支金额，而其

他 10 个生产队均超支且金额很大，详见图 1。各生产队盈余、超支金额差距大，与其历年积欠的超支

程度不同是分不开的。其中，收支较为平衡的第 1 生产队当年归还老超支款 75. 49 元; 超支严重的第

2 生产队归还老超支款 524. 5 元，几乎与盈余户的盈余金额 595. 17 元持平，此外还有 18280. 67 元的

老超支款未还清; 第 8 生产队归还老超支款更是高达 1244. 98 元，是盈余户的盈余金额的 2. 34 倍，但

仍有老超支款 25230. 4 元未还清。
经过比对十月大队家庭人口数量，我们发现，超支户往往是家庭人口多的农户。1970 年十月大

队 11 个农业生产队的超支户，户均人口为 4. 84 人，超过了十月大队各个农业生产队户均人口的

4. 52 人。十月大队的农户中，人口最多的农户家庭有 11 人，为超支户。人口多的农户往往是孩子比

较多，一个劳动力平均要供养的人口多( 本地称之为家大口阔) ，尤其是供养未成年的孩子，意味着该

农户家庭的劳动供养比高。图 2 显示了 1970 年十月大队农户的劳动供养比与其盈余和超支的关系。
劳动供养比越高，农户家庭成年劳动力的负担越大，家庭收入就会减少，盈余户数量和盈余金额减少，超

支户的数量和超支金额增加。与农户收支息息相关的是集中劳动的工分制度所决定的农户的工分收

入，以及统一分配制度所决定的农户从生产队分配的粮食等实物生活资料和向生产队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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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炩:《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辛逸:《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 李怀印:《乡村中国

纪事: 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 纪能文、张步先: 《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分配制度变迁及其政治含

义》，《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6 期; Huang Ying-wei，Mao Pei and Li Jun，“More Children Nutrition Distribution，

Less Labor Incentive: Evidence form Chinese Collective Agriculture，”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Vol. 18，No. 10，2019，pp. 2422 － 2433;

等等。
易棉阳、张连辉:《湖北浠水十月村经济史料及其研究价值》，《光明日报》2018 年 6 月 6 日，第 11 版。



图 1 1970 年十月大队各农业生产队盈余、超支情况

资料来源: 根据十月村( 集团) 集体档案室收藏档案《十月大队队级分配到户表》整理而得，档号 409—
001。

图 2 1970 年十月大队盈余户与超支户分布总览

资料来源: 根据十月村( 集团) 集体档案室收藏档案《十月大队 1970 年大队级年终收益分配到户

表》《十月大队 1970 年生产队级年终收益分配到户表》整理而得，档号 410、412。

二、农户超支现象形成的微观机制

( 一) 量化农户对集体劳动投入的工分制度

集体化时期实行社员集中劳动和统一分配的制度，国家也因此能够在系统内完成经济活动的组

织、动员与成果核算、分配，进而将自己的政治意志和经济指令，在自身体制系统内部进行传达。从

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农业领域实施的制度安排。
集体化时期，实行集中劳动的工分制。其雏形来源于中国农村社会传统的换工、互助过程中的

劳动记账。集体化时期的工分是计量生产队每个成员对生产队集体的劳动消耗量，并以此获得生

产队集体的劳动报酬的尺度。① 工分制以劳动日为基本单位，一般的做法是通过统计劳动日和劳

动的种类和强度，评定社员投入生产队集体的劳动。浠水县十月大队规定，每个成年男劳动力每月

基本劳动日的数量是 26 个到 28 个基本劳动日，女劳动力是 24 个到 26 个基本劳动日，超额完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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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49—1966)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5 页。



个劳动日按照劳动底分奖励工分 50% ，无故缺勤一个劳动日按照劳动底分扣工分 50% ，并罚减少

分配粮食 1 斤。浠水县十月大队还规定了每个男女社员每年的基本投肥工数量，年满 14 周岁就必

须完成生产队集体 80 分到 100 分的肥料工，多交多记工分，没有完成任务或少完成任务则一个工

分罚减少分配粮食 0. 5 斤。① 这两部分构成了十月大队社员最基本的工分收入。在按劳动日评定

工分之外，凡是社员参加了的集体劳动，也均以定额计件的形式，按劳动种类和劳动强度评定并计

入社员家庭的工分收入。十月大队规定在小麦地犁地的工作，黄泥地每石田获得 2 个工分，一般的

地 1. 66 个工分，沙地 1. 33 个工分。在棉花地中，每石田选种 9 个工分，拌种 0. 238 个工分，下土粪

1. 42 个工分，定苗 2 个工分，薅头道秧 1. 42 个工分，二道秧 5. 88 个工分，三道秧 1. 66 个工分，四道

和五道秧均为 10 个工分。② 总之，在工分制度下，农户家庭的工分收入反映了家庭成员在生产队

集体劳动中的投入。
受农户家庭人口结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不同劳动供养比的农户在生产队集体中获得

的工分收入不同。③ 以1970 年浠水县十月大队的工分情况为例，当劳动供养比为 1 时，往往是刚建

立的农户小家庭，负担小，劳动能力强，人均在生产队集体劳动中贡献大，工分收入高; 当劳动供养

比为 1. 1—2. 0 时，农户的负担略有增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也促使农户投入生产队集体的劳动能

力和程度提高，户均工分增加，从 3316. 23 分增加到 6435. 26 分。劳动供养比高于 2. 0 的农户，多

属于家大口阔型农户，家中往往有老幼或病人，家庭人口多但并没有增加有效劳动力，这类农户的

户均工分及其折款也在减少。这表明，随着一个劳动力所供养家庭人口数量的增加，户均工分折款

是先增加，当劳动供养比处于 1. 1—2. 0 的阶段到达高位，从 140. 05 元逐步增加到 193. 91 元，然后

逐步减少 65. 53 元。与户均工分相比，人均工分更能体现人口数量因素之外农户对集体的劳动投

入，即反映出一个农户的人均劳动能力。劳动供养比为 1 时，人均工分折款为 111. 79 元，随着劳动

供养比的不断提高，逐渐减少到最低的 15. 65 元。生产队集体对无劳力的农户，包括家中仅有辅助

劳动力的农户，一般都有一定的照顾和补助工分，其人均工分折款只有 8. 41 元。工分折款收入低

的农户负担重，劳动供养比高，在集体劳动中的投入往往较少。劳动供养比通过农户家庭的人口和

劳动力结构反映出家庭负担的大小，进而体现出农户在投入生产队集体劳动的能力和程度。详见

表 1。
表 1 1970 年湖北省浠水县十月大队农业生产队工分情况统计 单位: 人、工分、元

劳动供养比 户数 户均人口 户均工分 户均工分折款 人均工分 人均工分折款

0. 0—1. 0 28 1. 32 3316. 23 140. 05 2521. 64 111. 79

1. 1—1. 5 42 3. 62 6781. 65 192. 67 1862. 90 55. 59

1. 6—2. 0 109 4. 26 6435. 26 193. 91 1537. 18 49. 17

2. 1—3. 0 112 5. 97 6229. 32 189. 44 1010. 87 33. 22

3. 1—4. 0 44 5. 70 4544. 90 127. 03 815. 16 23. 17

4. 1—5. 0 9 5. 89 3037. 66 147. 55 494. 34 2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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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十月大队经营管理十项制度》，《十月大队关于制定生产规划财务、经营管理的通知、制度、情况表》( 1964 年 2 月 3 日) ，十

月村( 集团) 集体档案室藏，档号 200—004、200—005。
《十月大队关于定额计件以及作物算劳力的方案》( 1957 年 1 月) ，十月村( 集团) 集体档案室藏，档号 037—000、0037—021。
工分制是能够衡量社员劳动投入的方案，具有可行性，却不是最合理的、完美的方案。工分制不合理之处在于农业劳动的

质量本身就不易量化，监督成本高。以插秧为例，以工分制量化只能是按插秧的亩数，但实际上存在秧苗大小、插秧质量等诸多不确

定因素。此外，工分制中各项农业劳动的分值划分、劳动力的不同分值划分，也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不能精准反应劳动强度和劳动能

力。这些因素无疑都是工分制激励不足的地方。但是由于具有可行性，且有助于整合乡村资源、统一调配劳动力，工分制在计划经

济的 30 余年中被“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续表 1

劳动供养比 户数 户均人口 户均工分 户均工分折款 人均工分 人均工分折款

5. 1—12. 0 17 4. 65 2317. 82 65. 53 556. 34 15. 65

无劳力 14 1. 14 742. 19 11. 50 498. 14 8. 41

资料来源: 根据十月村( 集团) 集体档案室收藏档案整理、计算得，户数、人口、劳动力数据来自《十月大队 1970 年人口变动统计表》档号 379; 劳动

供养比由人口 /劳动力计算而得; 工分数据来自《十月大队 1970 年生产队级年终收益分配到户表》，档号 412。

说明: 分组方案援引自集体化时期农村典型调查，当时普遍分阶段对劳动供养比进行划分: 劳动供养比的最低值为 1，表示 1 个劳动力负担 1 人的

户; 1. 1—1. 5 表示 1 个劳动力负担 1. 1—1. 5 人的户; 1. 6—2. 0 表示 1 个劳动力负担 1. 6—2 人的户; 2. 1—3. 0 表示 1 个劳动力负担 2. 1—3 人的户;

3. 1—4. 0 表示 1 个劳动力负担 3. 1—4 个人的户; 4. 1—5. 0 表示 1 个劳动力负担 4. 1—5 个人的户; 4. 1—12. 0 表示 1 个劳动力负担 4. 1—5 个人的户;

无劳力的户。由于第 1 生产队劳动供养比最大值为 12，遂分组数值止于此。本文表 2、图 3 中的该项均如此。

浠水县十月大队农业生产队的农户的工分收入情况表明，工分制不仅可以区别农户家庭对生产

队集体的劳动能力，而且可以量化农户家庭对生产队集体的劳动投入。
( 二) 决定农户从集体分配粮食等实物的分配制度

集体化时期的统一分配制度，决定了农户从生产队集体分配的粮食等实物生活资料。在集体与

农户之间的收支往来账目中，工分制决定了农户的收入部分，统一分配制度则决定了农户的消费或

者支出部分。农户在一年中从生产队集体分配的粮食等实物生活资料越多，表明该年家庭可用的消

费支出就越多。这些消费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口粮等常规分配项目和各类预支、借支的实物和款项，

且都需要用量化家庭对集体劳动投入的工分收入来抵扣。
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一大特点是以实物分配为主，现金分配少。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生产队经

济产品的商品率低，生产资料的购置、修理价格高，导致生产队现金收入少而支出多，生产队普遍资

金不足，更无余力以现金的方式进行分配结算。1970 年湖北全省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分配 230267 万

元，人均分配收入 67 元，其中现金收入只有 18 元，占社员分配收入的 26. 9%，实物分配占社员分配

的比例则达到了 73. 1%。① 作为农作物的生产者，生产队分配的实物种类繁多，且应时应季，在物资

普遍短缺的年代，高比例的实物分配降低了集体化时期农村的交易成本。在此基础上，为了保证社

员的基本生存所需，按人口分配的比例高也成为题中应有之意。粮食分配是生产队集体分配的重中

之重。十月大队的基本口粮在 470 斤内，实行 80% 按人口分配、20% 按工分分配。在按工分配的

20%之中，又分为按劳动工分分配占 70%，按投肥工分分配占 30%。按工分分配的部分，当地称为

“跑分粮”，即工分越多，分配到的粮食越多。② 生产队的其他的实物分配皆类似于此。
在浠水县十月大队农户的年终分配结算中，家庭支出即当年扣除部分，包括粮食、实物折款、合

作医疗( 人均 2 元) 、粮食加工费、工本费和预分加借支等，而总扣除不仅包括当年扣除，还须加上历

年积欠的老超支。表 2 列出了 1970 年十月大队农户的基本扣除情况。劳动供养比从 1. 0 增加到

4. 0，农户的消费或支出的户均总扣除逐步增加，当劳动供养比为 4. 0 时，户均总扣除增加并达到峰

值，为 730. 61 元; 当劳动供养比高于 4. 0，户均总扣除逐步减少到 608. 87 元。同样，劳动供养比从

1. 0 增加到 3. 0，农户的消费或支出的户均当年扣除也是逐步增加，当劳动供养比为 3. 0 时，户均当年

总扣除达到峰值，为 480. 78 元; 当劳动供养比高于 3. 0，户均当年总扣除逐步减少到 299. 44 元。随

着劳动供养比提高，人均当年扣除的基本趋势是持续减少，而人均总扣除受上述三项扣除的不同影

响，表现为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 以劳动供养比为 3. 0 为界) 。这表明，当劳动供养比逐步提高时，农

户家庭负担逐步增大，其从生产队分配的粮食等实物生活资料的人均量( 人均总扣除) 逐步减少;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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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统计局编印:《湖北省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提要 1949—1980》，1981 年印行，第 63、65 页。
《十月大队经营管理十项制度》，《十月大队关于制定生产规划财务、经营管理的通知、制度、情况表》( 1964 年 2 月 3 日) ，十

月村( 集团) 集体档案室藏，档号 200—005。



在劳动供养比继续提高( 以 3. 0 为界) ，农户家庭从生产队分配的粮食等实物生活资料的人均量( 人

均总扣除) 逐步增加。
表 2 1970 年湖北省浠水县十月大队农业生产队扣除情况统计 单位: 人、元

劳动供养比 户数 户均人口 户均总扣除 户均当年扣除 人均当年扣除 人均总扣除

0. 0—1. 0 28 1. 32 237. 95 183. 69 137. 66 190. 36

1. 1—1. 5 42 3. 62 476. 99 434. 48 119. 82 131. 94

1. 6—2. 0 109 4. 26 483. 36 397. 76 94. 37 119. 10

2. 1—3. 0 112 5. 97 700. 57 480. 78 79. 65 118. 52

3. 1—4. 0 44 5. 70 730. 61 428. 64 78. 64 130. 43

4. 1—5. 0 9 5. 89 728. 46 397. 55 65. 58 124. 55

5. 1—12 17 4. 65 608. 87 299. 44 67. 70 129. 49

无劳力 14 1. 14 150. 91 96. 45 86. 27 136. 87

资料来源: 根据十月村( 集团) 集体档案室收藏档案整理、计算得，户数、人口、劳动力数据来自《十月大队 1970 年人口变动统计表》，十月村( 集团)

集体档案室藏，档号 379; 劳动供养比由人口 /劳动力计算而得; 扣除项目包括了大队级和生产队级两部分，生产队扣除数据来自《十月大队 1970 年生产

队级年终收益分配到户表》，十月村( 集团) 集体档案室藏，档号 412; 大队扣除数据来自《十月大队 1970 年大队级年终收益分配到户表》，十月村( 集团)

集体档案室藏，档号 410。

标准差可以测量变量围绕均值的离散趋势。表 2 相关项的标准差表明了生产队集体的分配具有平

均化趋势。根据浠水县十月大队基本收支情况的统计结果( 详见表 3) ，当年扣除、总扣除的标准差分别

是 58. 25、228. 52，均小于工分折款的标准差 965. 43。这一统计结果表明: 其一，当年扣除、总扣除与工

分折款相比，其离散程度更低，也就是说生产队集体的分配具有平均化趋势。其二，总扣除( 含历年

积欠老超支) 的标准差大于当年扣除的标准差，说明历年积欠老超支加剧了家庭“扣除”部分的差异。
表 3 1970 年湖北省浠水县十月大队基本情况的统计量

观测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人口 387 人 4. 52 2. 27 1. 00 11. 00

家庭劳动力 375 人 1. 97 1. 06 0 5. 5

工分折款 382 元 1283. 26 965. 43 0 15000. 5

当年扣除 387 元 127. 31 58. 25 6. 09 536. 3

总扣除 387 元 275. 78 228. 52 2. 13 1234. 75

资料来源: 根据十月村( 集团) 档案室收藏档案整理、计算得出，人口、劳动力数据来自《十月大队 1970 年人口变动统计表》，十月村( 集团) 集体档

案室藏，档号 379; 扣除项目数据来自《十月大队 1970 年生产队级年终收益分配到户表》，十月村( 集团) 档案室藏，档号 412;《十月大队 1970 年大队级

年终收益分配到户表》，十月村( 集团) 档案室藏，档号 410。

通过浠水县十月大队的案例可以看到，实物分配为主和按人口分配的比例高的特点决定了集体

化时期的统一分配制度具有消除分配分化的内生属性，同时，它也造成社员家庭消费水平趋于平均

化。然而，工分制度量化农户对生产队集体的劳动投入，其核心是体现差异，而它所度量的社员家庭

收入差异主要源于劳动力能力的差异而非人口数量的差异。也就是说，平均化的分配趋势使农户的

分配与其劳动投入脱节。按人口分配的比例高，从而削弱了按劳分配原则，其重要后果就是“干多干

少一个样”，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出现“磨洋工”等偷懒的搭便车行为，降低了生

产队的经济效率，影响了集体收益，成为超支产生的土壤。
( 三) 农户超支现象形成的微观机制

在传统小农社会中，家庭是农民的基本行动单元和经济核算单位，小家庭遇到困难则会有大家

族帮助扶持，渡过难关。集体化时期，生产队取代了传统的小农经营方式，生产队集体成为农村的基

本经济核算单位，社员家庭为集体提供劳动力，并通过工分制度量化其对集体的劳动投入。同时，生

产队集体则为农户提供粮食等实物生活资料，为农户的生存提供经济保障，并通过统一分配的制度

来实现。当农户对生产队集体的劳动投入大于集体为其提供的粮食等实物生活资料分配时，它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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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盈余户; 当农户对集体的劳动投入小于集体为其提供粮食等实物生活资料分配时，它就成为超支

户。事实上，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化的内生属性又必然带来农户的分配与其劳动投入脱节，

造成劳动投入的反向激励，进而使超支成为必然，并促成农户超支现象呈现广化和深化的特点。这

就是集体化时期农户超支现象形成的微观机制。
工分制量化的劳动投入与分配制量化的分配脱节，当劳动投入相对较少，而分配的实物生活资

料较多时，就产生了超支。这一微观机制可以解释不同性质的超支户类型。救济、救急性质的超支

户往往家庭人口多、劳动能力差，或由于结婚、生子、生病甚至死亡等事件造成的超支户，其人均在生

产队集体中的劳动投入要少于其他家庭，但其分配的实物生活资料大致相近。这是合情合理的超

支，也是超支类型的大部分。根据 1964 年湖北省 21 个大队 6021 户参与分配的社员家庭统计资料表

明，1157 户超支户中，家大口阔和劳力不足造成超支的有 595 户，占超支户数的 51. 5%，生病造成超

支的 119 户，占超支户数的 10. 2%，婚丧嫁娶事件造成超支的 9 户，占超支户数的 0. 77%，这类救济、
救急性质的超支户类型是超支户最主要的部分，占比达到 62. 47%。此外，由于生产队管理制度漏洞

和财务预支制度漏洞，导致部分生活条件较好不应超支的农户，也成为超支户。在 1157 户超支户

中，生活条件并不差的超支户占 37. 53%。这类超支户多是干部家属超支、副业家庭超支、借支过多

超支等情况。其中，借支过多造成超支的有 131 户，占超支户数的 11. 3%，从事副业的家庭超支①的

有 33 户，占超支户数的 2. 9%。② 这类农户往往家庭负担并不大，劳动能力也较强，但其劳动能力与

对集体的劳动投入并不匹配，同时，由于他们往往利用职务之便或制度漏洞，从生产队集体分配中得

到较多的实物生活资料，更体现了工分收入和实物分配的相互脱节。
进一步地，全国的调查资料也印证了上述结论。根据 1961 年对全国 2399 户社员家庭收益分配

的典型调查，我们统计出不同劳动供养比的农户的人均劳动收入，以及从集体分配的人均所得，如图

3 所示。可以直观的看出，随着农户家庭的劳动力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户对生产队集体的劳动投入

和其从集体的分配的实物生活资料均呈下降趋势。原因在于社员家庭人均分配的实物类生活资料

图 3 1961 年农户的劳动收入与从集体所得折款的比较( 基于劳动供养比的计算)

资料来源: 1961 年从集体所得的劳动收入，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业司编《1959—1961 年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及社员户收支

情况典型调查资料》( 1962 年 7 月) ，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 SZJ—473，第 50 页; 1961 年从集体分配的人均所得折款来源于国家统计

局农业司编《1962 年 731 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典型调查资料》( 1963 年 6 月) ，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 SZJ—475，

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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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家庭成员从事副业的农户，由于有现金收入，生活条件并不差，但该类家庭参加集体劳动时间短，工分收入少，出现账面

超支。由于财务制度疏漏，通常情况下，该类家庭选择将副业收入留做自用，而不是上缴抵扣超支款。
中共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1964 年超支户超支的原因》，湖北省档案馆，档号 SZ18—1—343—008。



比人均对生产队集体的劳动投入更具有平均化的趋势。其下降幅度更小，曲线也更加平坦，才会与

劳动投入曲线出现交点。当劳动供养比小于 3 时，社员家庭的人均劳动投入大于人均分配的实物类

生活资料，社员家庭收支大于 0，处在该阶段的农户普遍是盈余户; 当劳动供养比大于 3 时，社员家庭

的人均劳动投入小于人均分配的实物类生活资料，农户收支小于 0，处在该阶段的农户普遍是超支

户。这表明，随着社员家庭内部负担的增加，其劳动能力变弱，农户对生产队集体的劳动投入快速降

低，其从集体的分配的实物类生活资料则平缓降低，且最终高于对其生产队集体的劳动投入，分配的

实物类生活资料大于劳动投入，社员家庭收支失衡，成为超支户。
总之，集体化时期，农户超支现象的背后是人民公社体制内部运行的自洽逻辑，是量化差异的工

分制度和趋于平均的分配制度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现象。农户对集体的劳动投入小于从集体的分配

的实物类生活资料，集中劳动的工分制度量化农户对集体的劳动投入，而按人口进行分配的比例高

和以实物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则兼顾了集体对农户的义务———保障农户基本生存的伦理，也使这一

制度设计和实践内生出平均主义的色彩，造成工分制量化的收入和分配制的支出互相脱节。

三、工业化战略目标与农户超支现象

集体化时期，统一的分配制度不仅决定了农户从生产队集体分配的实物类生活资料，而且也是

保证国家通过汲取农业剩余推进实施工业化战略目标的主要制度保障。中国在当时处于资本主义

国家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的国际环境下，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目标的资金来源即工业化建设的原始

资本积累只能是来自于农业领域。从 1953 年开始，中国大规模推进工业化建设，陆续实行粮食等农

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并逐渐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粮食等农产品的“统购”，意味

着国家开始统一安排农业劳动成果，以保证城市人口粮食供应和其他农产品有效进入工业渠道，保

障汲取农业剩余并转移到发展工业上来。汲取农业剩余的办法有两个: 一是向农民征收粮食税，二

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来提高工业品的利润，实际上是变相地拿走农民的劳动报酬。土地

改革后，中国形成了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小农。国家无论是向农民征收粮食税还是运用工农业产品价

格剪刀差的办法，前者需要面对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小农并与之进行讨价还价，后者则需要通过市场

交换来实施。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来看，其交易成本都是非常高的。为此，1955 年下半年国家开始

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国家征收农业税、征购或议价购买农产品的基本

单元，从几亿个体小农转变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国家在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由原来的一亿

几千万农户简化成了几十万个合作社”，①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国家逐渐建立起农村国营商

业的唯一渠道，也大大简化了工农产品交易的渠道和过程。从这个意义来看，农业集体化建立起来

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赋予了国家汲取农业、农村经济资源以支持工业化建设的历史任务。
显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建立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 年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合

并小社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1962 年国民经济调整形成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

社，都是为了配合汲取农业剩余以推进工业化建设战略目标而设计和实践的资源配置制度。集体化

时期，集中劳动的工分制度和统一的分配制度，是为了便于量化农户对生产队集体的劳动投入，更是

国家节约汲取农业剩余的交易成本的有力手段。国家实施工业化战略目标，推进工业化建设一方面

通过集体化的集中劳动的工分制度激励并调配农村劳动力、整合农村资源，另一方面又通过征收粮

食税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手段汲取农业剩余，并转移到发展工业上来。集体化时期，对农村的

长期高征购使资源从农村转移至城市，从农业转移至工业。农村所能保留的剩余资源非常有限，这

些有限的剩余资源再分配给农户就更加有限了。农户不得不在社队集体剩余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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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7 页。



下进行再分配，因而农户超支现象与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仅以 1975 年湖北省人民公社的粮食分配为例，国家征购的部分占分配粮食总量的 23%，集体提

留占 22%，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 55%。① 国家的高征购以及集体提留使社员最终得到的分配部分更

少。1975 年湖北省全省超支户 169. 14 万户，当年超支金额 10867 万元，占社员分配的 3. 92%。② 再

以 1970 年 十 月 大 队 为 例，当 年 国 家 税 收 27761. 1 元，其 中 农 业 税 249. 9 元。③ 上 缴 国 家 粮 食

833201. 5 斤，占粮食总产量的 24. 5% ; 上缴国家皮棉 32436 斤，占总产量的 79. 8% ; 上缴油脂 4944
斤，占总产量的 23. 2%。完成这些上缴任务后，再扣除集体提留部分 89340. 61 元，当年社员分配金

额 339003. 51 元，只占总收入的 50%。④

可见，以工分制度和分配制度为核心的人民公社经营体制是国家推进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的一

项制度安排，其本质是资源配置制度。由此衍生出的农户超支现象是这一制度安排及其运行的结果

之一。因此，可以将农户超支现象理解为国家对农户的一种道义安抚或补偿，或对小农“生存伦理”
的传统价值观念的迎合。以斯科特为代表的道义经济学认为，“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是影响小农行

为逻辑的关键所在。实现集体化之后，传统小农家族式的相互扶持模式转变为社员家庭对生产队集

体的依赖，社员生存基本所需皆由集体提供，生活困难的社员家庭自然也会通过向生产队集体“借

支”“预支”等方式来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进而导致超支。

四、超支“竞争”与农户超支现象的广化和深化

由于国家汲取农业剩余后留给社队集体并再分配给农户的农业剩余非常有限，农户的劳动投入

与劳动成果之间的联系被削弱了。这又导致两种后果: 一是社员劳动积极性不高，偷懒等搭便车行

为降低了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降低了社队的经济效率; 二是为了维持农户的基本生存，社队

集体的平均主义的分配趋势一直存在，并由此产生农户的超支“竞争”。因为超支意味着农户在同样

的情况下可以挤占盈余户的剩余资源为自己所用。它塑造了社员家庭合乎理性的“反常”经济行为。
这两个后果相互影响促进，使集体化时期超支现象呈现出广化和深化的特点。同时，超支现象的广

化和深化揭示了集体化时期农户与集体、国家之间扭曲的经济关系。
超支“竞争”，以及由此引发的超支广化和深化直接反应在农村社队集体分配兑现困难上，超支

户规模激增，还款困难，盈余户得不到应该得到的劳动报酬。据 1962 年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731
个生产队和 5000 户社员的调查，超支户占调查总户数的 25. 8%，平均每户超支 49. 5 元，其中 61. 8%
的超支户未还清超支款，71. 4%的超支金额未归还，以致盈余户中，有 15. 6% 的农户不能及时得到应

有的进款，到春节前夕，平均每户还有 10. 6 元的分配金额没有兑现，6% 的应分粮豆未兑现。⑤ 分配

兑现问题不仅意味着社员整体生活水平的降低，更意味着一种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表面上是消除

分化，实则是社员家庭之间的剥削，尤其是未还款的超支户对难兑现的盈余户的剥削。这种剥削隐

性且普遍，随着超支的广化和深化，剥削层级上移，由农户层面扩大到社队集体，乃至国家层面。具

体表现为，随着农户超支的积累效应，农户超支欠款侵蚀了集体生产资金和公积金、公益金等，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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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1975 年湖北省人民公社集体分配粮食总计 2998739 万斤，其中国家征购 689110 万斤，集体提留 665165 万斤，分配给社员口

粮 1644464 万斤。参见湖北省统计局编印:《湖北省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提要 1949—1981 年》，第 66 页。
湖北省统计局编印:《湖北省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提要 1949—1981 年》，1982 年印行，第 61 页。
《十月大队统计年报表》( 1971 年 1 月 6 日) ，十月村( 集团) 集体档案室藏，档号 466—023。
《十月大队基本情况》( 1971 年 4 月 25 日) ，十月村( 集团) 集体档案室藏，档号 460—001。
国家统计局农业司编:《1962 年 731 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典型调查资料》( 1963 年 6 月) ，湖北省档案馆

藏，档号 SZJ—475，第 19 页。其中，15. 6% 的进款户不能得到应有的进款和平均每户 10. 6 元的未兑现分配金额，数据来源于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农业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47 页。后

者显示超支户占总户数的比重为 25. 9% ，两者差距较小，本文选用国家统计局的资料。



生产队的资金周转困难，只能依靠国家贷款，将剥削层级上移，随着社队集体经济状况的恶化，国家

贷款无法偿还，集体经济的稳定性受到影响。① 1974 年底，十月大队所在的浠水县农户超支 1715 万

元，未收回的集体贷款 834 万元，超支占旧贷的比重高达 205. 64%。② 普遍存在的超支“竞争”、分配

兑现困难和社队亏空等问题引发了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普遍不满。一些社队在意识形态和

制度刚性的背景下，采取瞒上不瞒下的种种做法进行抵制。各地或明或暗地一直存在着定额包工、
按件计酬，联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等各种劳动计酬的办法。③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集体

化时期全国各地干部和群众探索的各种形式的劳动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实践开始走向公开，并最终在

1982 年在中国农村普遍推广以包干到户，即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小农生

产经营重新取代了集中劳动、统一分配的社队集体生产经营，农户重新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集体

化时期形成农户超支现象的微观机制基本不存在了。1979 年中共中央转批《农业部党组关于认真解

决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超支欠款问题的意见》，农村超支欠款问题的清算力度也相应加大。④ 1984 年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农户超支现象形成的微观基础也随之消失。
农户超支现象的微观机制揭示了集体化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也表明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是符合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选择。

A Brief Analysis of Over Expenditure of Peasant Households in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Take October Group in Xishui County，Hubei in 1970 as an Example
Qu Shang，Wang Li

Abstract: Over expenditure of Peasant Households during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was common and highly
influential.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centralized labor and uniform distribution is the soil of the
overspending phenomenon and contains the microscopic mechanism of overspending formation. While the
centralized labor work—point system quantifies farmers' labor input to the collective，the distribution system，

which is mainly based on population size，reflects the function of the collective to provide basic security for
farmers' daily life on the one hand，and on the other hand，it leads to the phenomenon of Over expenditure of
Peasant Households which farmer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and a small labor force often receive more
than the labor input in the distribution. The state's strategy of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requires drawing surplus from the countryside，resulting in even less in—kind goods available for distribution
by the community groups. The tendency of egalitarian distribution and the difficulty of cashing out the
distribution also contribute to the“competition”for Over expenditure of Peasant Households.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factors has led to a broadening and deepening of the phenomenon of Over expenditure of Peasant
Households during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Eventually，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the phenomenon of peasant overspending has gradually withdrawn from the stage of history.
Keywords: Over Expenditure of Peasant Households，Micro Mechanism，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Competition”for Over Expenditure
( 责任编辑: 王小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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